
拙辑《全唐诗补编》，1992年由中

华书局出版，是我至今已经出版的三部

循传统著作体例之第一部（另二部分别

是《全唐文补编》和《旧五代史新辑会

证》，2005年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

版社分别出版），从学术质量来说，当然

是后出转精，但就个人学术道路来说，

第一部就显得特别珍贵。因为走出了第

一步，得具备了后来专治一代文献典籍

的基本能力，认识到传统学术之价值及

其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巨大鸿沟，确立以

现代学术理路重建唐一代基本文献的学

术道路。当然，该书完成于古籍数码化

以前，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用书条件

与文献检索仍具很大之局限，以今日立

场回头看，细节可待斟酌处仍复不少。

《全唐诗补编》的成书

不加选择地将一代全部诗歌汇于一

编，肇始于南宋，至明则因“诗必盛

唐”之文学氛围，出现多种致力于全汇

唐代诗歌之著作，到明末胡震亨《唐音

统签》方得初具规模。胡书完成适值鼎

革，未能出版全书，影响有限。至康熙

四十五年（1707）以皇家力量，拼合胡

书与季振宜《全唐诗》，完成《全唐诗》

九百卷，收唐五代 2567位诗人诗作

49403首又1555句（据日本平冈武夫统

计）。此书对此后三百年唐诗研究与阅读

影响深远，但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很严

重，其大端，一是搜罗未全，刚出版朱

彝尊即有发现，本着“成事不说”的态

度，未作订补。有清一代，仅日人市河

世宁据彼邦文献略有增补。二是互见误

收严重，今知误收唐前宋后诗逾千首，

一诗见两人名下之互见诗达6800首。三

是校勘粗疏，仅将胡、季二书之某书某

本作某之校勘记，一律改为一作某。四

是小传多有讹误，编次未尽合理。重新

整理唐一代诗歌是一浩大的系统工程，

第一步就是补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

始有孙望、闻一多从事于此，后陆续有

王重民据敦煌文献，童养年据地方文献

及四部诸书，从事斯役。1982年7月，中

华书局将王、孙、童三家辑佚合成《全

唐诗外编》出版。闻书未完成，1994年

出版《闻一多全集》时据遗稿印出，所

得很有限。

《全唐诗外编》出版时，是我研究生

毕业留校工作之第二年，因做学位论文

时对两宋文献涉猎较多，对唐诗文献也

有留心，立即注意到该书虽出几位名家

之手，但我无意记录者还有两百多首未

补。稍作披检，发现仍多线索，认识到

前辈工作仅就阅览所及，随遇得之，并

未做到有计划地以穷尽典籍的态度从事

此项工作。于是发愿从事于此，采取掌

握群书目录，以把握全部存世与唐诗交

涉典籍的方法，力求竭泽而渔。到1985

年初，完成《全唐诗续拾》四十二卷，

补录唐诗2300多首，已经超过前人所得

之总和。中华书局编辑部经过初审后，

提出修订意见退改，同时委托我修订

《全唐诗外编》。全书至1988年夏完成，

1992年11月出版。书名由中华书局确

定，全书署我一人纂辑，版权我占84％。

《全唐诗补编》共补录唐五代诗歌约

6400首，相当于《全唐诗》收诗数的八

分之一。其中《全唐诗外编》删去原书

约三分之一内容，存诗约2000首，校订

工作涉及以下数端：“一、据原引各书逐

一复校，改正笔误，补录异文。二、补

充书证，提供佚诗之较早出处。三、考

证作者事迹，补订原辑遗缺。四，删刈

唐前后人诗及与 《全唐诗》 重出之诗

句。”“为尽量保持原辑本面貌，所有校订

意见均以校记与按语形式出现，原辑者

校记仍予保留。书末附《全唐诗外编校

订说明》，详尽叙述补订删汰之细节。”

（据本书责编徐俊为《唐诗大词典》所撰

该书辞条）。《全唐诗续拾》收作者逾千

人，补诗4300多首，残句1000多则，皆

我本人辑佚所得。

《全唐诗补编》的学术
创获与治学方法

《全唐诗》问世三百年，近百年也有

多位学者从事唐诗补遗考订，我后起而

能有重大突破，主要得力于方法创新、

风气变化和用书条件的改变。

先说风气变化。明清两代研究唐诗

者很多，主要是阅读理解唐诗，并进而

学习诗歌做法，目标与现代学术研究不

同。近代西学引致学风变化，但就唐诗

研究来说则很长时间内仍以作品分析、

作家之思想艺术研究为主。1980年前

后，唐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迅速融合，

陈寅恪、岑仲勉倡导之穷尽真相、文史

兼治之方法，引致学风遽变，在作者生

平、写作始末、文本求全求真等方面，

都有重大突破。我的工作受时风鼓舞，

也试图在文本拓展与过细考证方面，比

前人做得更好。

文献辑佚是一项实证性的研究工

作，既要遵循传统，又要方法创新，其

实很难，为一代诗歌作全面补遗更加困

难。继承前人工作的主要精神，是在

人、事、时、地、书等五方面求得确切

的证据，即是唐人应揭示具体的事迹，

佚诗所涉事件、时间、地理应得到合理

的解释，用书则务明史源，务取善本，

务求全面梳理。同时，严格把握诗文之

限断，循名责实，一般均沿旧例，但对

佛家偈颂、道家章咒是否可视为诗歌，

在全面调查存留文献后，改正清人因康

熙一言喝断而造成的误失，但也作了若

干不收的规定，以免宽滥。全书所收每

首诗，均逐一注名文献来源，《全唐

诗》无传者补录小传，所涉诗歌完残、

真伪、讹夺等，也均有逐一交待。

拙辑在前人基础上能得到大面积唐

人佚诗的收获，最重要原因是一改前人

辑佚随遇而得的随性，有计划地运用目

录学方法调查群籍，特别关注以下几类

典籍的披检：一、《全唐诗》及胡、季二

书已用书目，列出清单，逐一复核，有

者记其来源与同异，无者暂作佚诗予以

记录，即便 《文苑英华》《唐诗纪事》

《乐府诗集》等基本典籍，仍发现有前人

遗漏者。二、以存世唐宋元书志，充分

了解唐人著作之总貌，宋时尚能得见之

唐诗别集及各类遗著，相信存世典籍有

脱漏残缺的变化过程，已佚典籍也如同

陨石坠下过程一样，会有大量碎片存留

在浩瀚文本中，有待发现。三、主要根

据《四库总目》和《中国丛书综录》的

记载，了解存世与唐诗文本有交涉的存

世典籍情况，特别关注《全唐诗》成书

以后新见典籍的情况。在八十年代前中

期从事此书纂辑过程中，披阅古籍超过

五千种，仅方志即逾两千种，对新见文

献如佛道二藏、域外古籍、近代散出善

本、出土文献，都有全面涉猎，惟敦煌

文献当时还无法全部阅读。

唐诗流传千载，传误情况极其严

重，在辑录唐诗着手之初，即有鉴于

此，作了大量具体考证，发表《〈全唐

诗〉误收诗考》（《文史》24辑，中华书

局1985年）、《〈全唐诗〉 补遗六种札

记》（《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

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借鉴前人得

失，避免犯类似错误，有疑问处曾反复

核查。如从宋初《太平寰宇记》中辑得

南唐秀才相里宗题庐山诗，即作佚诗录

出；后发现《全唐诗》灵澈下收此诗，

复删去；又从南唐人李中《碧云集》载

其友人有相里秀才居庐山，方确认作灵

澈为误收，再补出。类似情况多不胜

举。当时在可能条件下反复披览群书，

据一切可以得到的工具书仔细检索，虽

仍难保证无误，但基本学术质量较前人

为优，也属事实。

以今日立场回看《全唐
诗补编》

最近三十年学术条件和研究手段的

发展变化，当年真难以想象。在《全唐

诗补编》出版后，媒体与刊物大约有二

三十篇书评，包括日、韩、欧美都有，

大多是一般介绍，仅陶敏发表在《复旦

学报》1993年6期上的《唐诗辑佚工作的

重大突破——评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

编》一文，涉及一些实质评价。本书曾

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1979－1994）著作二等奖、全

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1992——1993） 一

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第二

届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 （1995） 等奖

励。批评纠订文章则有六七篇，细目

是：尹楚彬《全唐诗补编补正》（《文学

遗产》2000年1期）、同人《全唐诗补编

匡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

3期）、袁津琥 《读全唐诗补编上册札

记》（《古籍研究》2003年2期）、同人

《全唐诗补编订误》（《新国学》 第五

辑）、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

术研究》2004年5期）、张福清《全唐诗

补编之全唐诗续拾所辑佚句辨》（《韩山

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5期）等。我本人

近年持续在做全部唐诗的重新写定，也

有一些新的发现。总的来说，全书可订

正者大约有二三百例，占全书大约二十

分之一。

从 《全唐诗补编》1988年定稿至

今，已超过三十年，学术环境发生了根

本变化。具体来说，一是古籍数码化实

现的检索便利。以前检索不便，为解决

《全唐诗》本身的检索，有志整理者先作

首句索引，再做每句索引，但仍解决不

了唐诗与其他时代诗歌的互见传误问

题，是当年最大的苦恼。现在四库全文

检索与基本古籍库的普及，足以解决其

中的部分困惑。二是文献更趋善备。尽

管当初编纂时，已经十分讲究用书的版

本问题，但出入仍有。如宋陈舜俞《庐

山记》，四库三卷本为原书前二卷之改编

本，不足据，当年已用《吉石庵丛书》

影日高山寺钞本、《殷礼在斯堂丛书》校

录本及《大正藏》本会校，后见之日本

内阁文库藏宋本最佳，多可纠订前辑之

愆失。最重大的补充是当年敦煌文本尚

未完整刊布，能见到的缩微胶卷与《敦

煌宝藏》本都有很大局限。三是学术研

究之全面深入。如敦煌文献之全部高清

刊布，辨认更为准确，校录也有了项楚

《王梵志诗校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

辑考》等一批高水平著作，专题研究更

有许多重要发明，如敦煌无署名残诗陆

续被认定为云辩、悟真、张球等人所

作。四是新见文献日新月异，尤以石刻

文献与域外文献多有重要发现。五是学

术观念与研究视野有新的开拓与变化，

如民间书写的提出有资理解唐诗在社会

不同层次流通中的文本变化，写本文化

与文学传播的提出有资理解唐诗千年流

传中的变动轨迹。所幸此三十年间我始

终在追踪所有这些前沿动态，发现前著

之局限，并不断在加以纠正。

《全唐诗补编》出版前后，已引起学

界广泛关注，凡新见诗人及作品，在同

时出版的唐诗工具书《唐诗大辞典》《中

国文学家大辞典 · 唐五代卷》中有全面

反映。三十年来，且作为唐诗研究基本

典籍，为中外学者广泛利用参考。同

时，带动编修新本《全唐诗》的工作启

动，虽然因为人事原因，我在最近十多

年间决意独立完成全书，主体部分已经

完成，将近五万五千首唐诗即将以全新

面貌向学界推出，《全唐诗补编》于此确

有开拓道路之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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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意境）说”历来被看作王国
维对中国近现代诗学概念和理论的一个重
要贡献。事实上，这不仅是王国维对历代
诗歌艺术的一种概括尝试，也是他评估整
个中国诗史的美学标准。关于境界，他最
重要的几段说法是：“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
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
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
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
也。”（《人间词话》条二）“能写真景物真
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条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
界而二者随之矣。”（条七八）佛雏《王国
维试论及其结构的综合考察》和叶嘉莹
《〈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等
研究，对“境界说”均有详细讨论。如前
贤所论，“境界”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常被
提及，明清两代更不乏发挥，但我们不能
忽视王国维自己说过：“沧浪所谓兴趣，
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
人拈出意境二字，为探其本也。”（条九）
王国维认为，有意识地以境界作为诗的本
体，就境界的内在结构和特性发展出一套
完整的诗论体系的，是始于他自己。对
此，罗钢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
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
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
代“比兴”诗学原则，二者之间不存在
“本”与“末”的关系；“本末说”本身恰是
“近代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这一辨析对理论话语生产背后的文化
霸权的意识，是有启发性的。但是，我觉
得这番看法片面地限定了王国维的思想资
源，而忽视了王国维的生活世界对其学术
的影响，同时忽视了他对中国抒情传统的
内在承接。正如陈建华在对《人间词话》
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王国维主张词人的生
命体验与人格修养、自然之情的真切抒
发、对外界的深刻观察、反对矫揉造作
等，“形塑了中国人的现代文学观念”。他

把康德的哲学认识论包裹进了“中国传统
批评语汇与诠释方法之中”；他提出“境
界”概念并不断加以阐释，正是试图从西
方哲学-文化理论框架中摆脱出来，在中
国文化传统中激活资源、“寻求慰藉”的
一次尝试。

王国维怕人误认为《人间词话》中的
“境”专指景物，特别解释：“境，

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
界。”（条六）他强调诗人的自我在构建境
界中的特殊作用，对景物做纯客观的描写
并无境界可言，境界只能靠主体情感的对
象化来实现，创作主体艺术地呈现出生命
感悟和价值襟怀。在他看来，诗人行使自
己的情感话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条
一一七）当主观情感内容超越了形象的绵
密质感，诗歌造就了“有我之境”。而诗
人放弃主观视角，与外物合一，则是“无
我之境”。所谓“感情真者，其观物亦
真”（《文学小言》），而“文学之所以有意
境者，以其能观也”（《人间词乙稿序》）。

王国维强调“情”“真感情”在观照

中的作用。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曾
谓：“（古代）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
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
遂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
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他借屈原的话，
把情感称为“内美”。相对偏于技巧性的
“修能”，“内美”尤为重要。所谓“内
美”，即诗人对于宇宙人生的深切关怀和
感悟。这是诗词中成功的境界能够感人的
根本原因，也是王国维最为珍重的。学者
夏中义甚至提出，王国维之所以在“境
界”之外，还提出“意境”这个词，一些
地方用“意境”来替代“境界”，或许正
是想通过“意”来突出“内美”。因为“境
界”二字就其词源而论，似仅指人类精神
高度，这就很难用来涵盖状物为主的写景
之作了。而“意境”却无此嫌疑，因为
“意”与“境”二字在此可拆开用，若把
“意”等于境界之“内美”，则“境”就可
作景物或景观造型解。概言之，“意境”
是一种出乎个人真切悲欢体验而形成的境
界，更直接说就是主体“抒情的境界”。

对此“抒情的境界”，王国维给予了很多
描述和比较。在《人间词乙稿序》中，

他以意境的有无和深浅来评价古今之词：
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

其深浅而已。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

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

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

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

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

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

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

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

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

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息矣。

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

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

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

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

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

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

意境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

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

这样一番对于词史的衡鉴，显示出王
国维独特的趣味。他认为五代北宋词成
功，全在以意境胜，而南宋以降的词意境
上已经无法相比。其实，南宋之词在咏物
描摹上未必不如北宋，但王国维认为词中
主体的精神世界变得局促和狭窄，不那么
质朴雄健，也就丧失北宋词的“生香真
色”了。王国维青睐于五代北宋词，跟他
在自己的诗词和批评写作中反复致意的
“诗人之忧生”“诗人之忧世”的情怀是密
切相关的。他比况道：“‘我瞻四方，蹙
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
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
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
树’似之。”（条二五）

不仅理想的“意境”绝对离不开主体
的感情，而且在王国维看来，诗人的抒情
不能仅仅限于“自道身世之戚”，而需要
在一己悲欢之上穿透公与私的界限，把一
种休戚与共的更深广的“痛”再现出来。
而这也正是中国“比兴”诗学传统最为强
调的。他评价李煜：“词至李后主而眼界
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
夫之词。”（条一五）接下来又说李煜能
“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些评价都是从主体
的精神和情感气质的角度出发的。若李煜
没有经过从国君沦为阶下囚的人生跌宕，
大概也不会洗净铅华，“感慨遂深”。于
是，王国维以李词为“天真之词”又谓李
词“以血书者也”。将之与宋徽宗《燕山
亭》词作比较：“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
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
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条一八）李词
虽涉“身世之戚”，但他所流露出深刻精
微的感悟和反思，已不止是个体的自怜自
悯，而突破“一己之感情”，进入“人类
之感情”，揭示出某一种历史境遇中带有
普遍性的情感结构。王国维在《人间嗜好

之研究》中说：“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
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
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
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
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意思是相近的。
诗歌或者说广义的文学，正是因为与时代
的文化政治发生了关联，才显现出阔大隽
永的气象。“抒情的境界”因此成为对意
义危机的一种担当、回应或想象性解决。

“抒情的境界”不仅在诗词评价中有
效，王国维的艺术批评也不脱这一标

准。在《此君轩记》中谈画竹要物我无
间：“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
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
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
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所以
然。故古之画竹者，亦高致直洁之士为
多。”画作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寄托，其人
格节操显现其间。在《二田画庼记》中，
借讨论沈石田（沈周）、恽南田（恽格）
等人书画，进一步申说书画须“有我”的
看法：“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
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中。故自其外而
观之，则山水云树竹石花草无往而非物
也；自其内而观之，则子久也，仲圭也，
元镇也，叔明也。”还是突出物我关系中主
体“我”的意义。在《待时轩仿古鉨印谱
序》中，他又批评“今之攻艺术者”心偷
力弱，“其中本枵然无有，而苟且鄙倍骄吝
之意乃充塞于刀笔间，其去艺术远矣。”看
重的依然是艺术之中有没有主体的寄托和
怀抱，以为好的绘画作品应当完全显示出
主体情感，创造出独特的抒情境界来。

由此可知，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是
根据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经验而提出的。他
对诗歌中抒情主体与抒情方式的关注，特
别是对“内美”的重视，使“境界”的意
义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一种抒情主体的感受
力和表现力。唐圭章敏感于此，在讨论王
国维“境界说”时，特别提出词中“情
韵”的重要性。王国维虽然没有直接说到

“抒情传统”，但后设来看，他关于“境
界”的思考，为后来由中国文学研究中一
些学者发起的“抒情传统”论述多所呼
应。普实克发现中国抒情诗倾向于表现
“自然窈冥”，中国诗人惯于以“景”传
“情”，表现“芸芸经历大自然的同类体验
之本质和精华”，并进而演绎出“抒情精
神”的概念；高友工纵论中国抒情“美
典”，以“内境”（inscape）来描述情景交
融的境界，突出“心景”（interiorland 
scape）在中国古典美感经验中的意义；
在方向上都是接着王国维的“境界说”延
伸往下深入。普实克、高友工等未必受到
了王国维的启发，但是这种不约而同的相
似，让我们有理由在抒情传统脉络里重新
思考王国维“境界说”的贡献。

把“境界说”放置于晚清民初的文学
场域中去观察，不难发现，它跟稍前黄遵
宪、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关切
明显不同。黄、梁等强调“以旧风格含新
意境”，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推动社会革
新，而王国维考虑的却是在中国传统的文
学遗产里寻找支持意识，重新激活其在当
下的精神意义，以境界“化合”西方美学
和传统诗论。而另一方面，“境界说”也
跟彼时开始跨语际传入中国的西方写实主
义话语大相径庭。一重主观情感，一重客
观对象；一重心灵沟通，古今同慨，一重
透明反映，立足当下；一重自我安顿，一
重社会改造。王国维独标“境界”，而对
处于上升期的写实主义不置一辞，表明他
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
统。萦绕于他心上的是，王纲解纽的时
代，抒情主体应该何去何从？而此后俞平
伯重印《人间词话》，吁请读者“宜深加
玩味”；朱光潜向往“静穆”境界，引来
鲁迅批判；宗白华在战乱中“论《世说新
语》与晋人之美”（1940），谈“中国艺术
意境之诞生”（1943）。“抒情的境界”在
现代中国的回响和争论，也是王国维关切
问题的不断重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王国维与抒情的“境界”
张春田

“境界说”跟稍前
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
出的“诗界革命”关切
明显不同。黄、梁等人
的着眼点还是诗歌如何
推动社会革新，而王国
维不能忘情于绵延在中
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
考虑的是重新激活其在
当下的精神意义，以境
界“化合”西方美学和
传统诗论。

出版三十年后
回头看《全唐诗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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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瑞雪图》纨扇，传为唐李思训作

故宫博物院藏

拙辑在前人基础上能得到大面积唐人佚诗的收获，最重要原因是一改前人辑佚随遇而得
的随性，有计划地运用目录学方法调查群籍。从《全唐诗补编》1988年定稿至今，已超
过三十年，学术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本人近年持续在做全部唐诗的重新写定，也有
一些新的发现。总的来说，全书可订正者大约有二三百例，占全书大约二十分之一。


